
书书书

引用本文: 左停，贺莉，刘文婧．相对贫困治理理论与中国地方实践经验［J］．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9，21( 6) : 1-9．
DOI: 10．3876 / j．issn．1671－4970．2019．06．001

收稿日期: 2019－08－15

基金项目: 研究阐述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 18VSJ099)

作者简介: 左停( 1964—) ，男，江苏滨海人，教授，从事扶贫与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①减贫人口等于当年贫困人口减去上年贫困人口，也相当于当年脱贫人口减去当年返贫人口。数据来自《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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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贫困理论中最基本的两个概念，均属于与基本需求相联系的客观贫

困这一范畴。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将逐步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解决减缓相对贫困。根据人的基本

需求定义的贫困和与收入分配结构有关的相对贫困其内涵与外延将产生变化，帮扶对象呈现出从

绝对贫困群体到相对脆弱群体的转移特征。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的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贫困

问题呈现出较多的相对性，这些省份脱贫攻坚的实践探索应对了不同层次的相对贫困问题。从理

论和实践层面来理解处于转型期的贫困相对性，对东部几个省份已开展的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进

行总结、提升并尝试融入全国反贫困的政策体系中，实现相对贫困群体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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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来，中国全面贯彻落实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各地扶贫工作取得了突

出的成绩。截至 2018 年年底，全国剩余的贫困人口

为 1 660 万人，比 2017 年末减少 1 386 万人，贫困发

生率下降到 1．7%①。与此同时，贫困地区生产生活

条件和公共服务水平也明显提升，贫困人群的获得

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也显著增强，不仅为 2020 年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从贫困

县摘帽看，中国自 1986 年设立贫困县以来，先后进

行过 3 次调整，最终我国贫困县总数确定为 832 个。

截至 2018 年年底，全国已有 153 个贫困县宣布脱贫

摘帽，脱贫工作扎实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脱贫攻坚工作稳步推

进并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成效，2020 年总体上完成脱

贫攻坚的任务胜利在望。随着贫困人口大规模减

少、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解决区域性的整体贫困

进展顺利，其中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的深度

贫困地区成为当前扶贫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同时

对已脱贫的地区进行实时监测，更加注重这些地区

的脱贫质量，确保稳定脱贫并有效防止返贫现象的

出现。为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在贫困地区的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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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注入可持续发展理念，注重激发贫困地区的

动力、培育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实现高质

量脱贫。到 2020 年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后，绝对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意味着绝对贫困的消失，同时也要

注意到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没有变，还存在较多的低收入人口，他们的收入水平

也 只 是 略 高 于 基 本 的 生 存 需 求。表 1 显 示 了

2013—2018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

低收入组( 收入最低的 20%人口) 和高收入组( 收入

最高的 20%人口) 的收入情况，将低收入组收入与

当年国家扶贫标准相比，除了 2014 年农村低收入组

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之外，其他年份

仅稍 稍 高 于 国 家 扶 贫 标 准，分 别 高 出 141． 9 元、
230. 6 元、54．4 元、357．1 元、714. 2 元，一旦经历波

动，这部分群体( 至少 15%) 就容易陷入贫困。另外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虽然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有所提升，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13
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是 7. 41 倍，2016—2018 年这一差距都稳

定在 9 倍以上，几年来最高与最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

配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由于发展和分配不平

衡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和相对不平等将成为下一个

阶段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要任务。
表 1 2013—2018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国家贫困线情况

年份
低收入组

( 20%) /元
高收入组

( 20%) /元
高低组
收入比

国家扶贫
标准 /元

2013 年 2 877．9 21 323．7 7．41 2 736
2014 年 2 768．1 23 947．4 8．65 2 800
2015 年 3 085．6 26 013．9 8．43 2 855
2016 年 3 006．5 28 448．0 9．46 2 952
2017 年 3 309．1 31 299．3 9．46 2 952
2018 年 3 666．2 34 042．6 9．29 2 995

数据来源: 根据 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国家贫困

线即 2010 年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于 2011 年确定。

一、相对贫困治理的基本理论

1．对贫困现象和概念的理解

作为一种伴随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复杂社会

经济现象，贫困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各国政府以

及国际机构关注的核心议题。世界银行把贫困定义

为: 贫困不仅指物质的匮乏( 以适当的收入和消费

概念来测算) ，而且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包

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

需求和影响力［1］15。穷人缺乏获得基本必需品———
衣、食、住以及可接受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所必需

的收入和资产。他们在国家和社会机构中没有发言

权、没有力量，易遭受而且不能有效地应对一些不利

因素的打击［1］33。贫困不仅仅是“吃不饱饭”的问

题，而且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除了吃之外，还

包括穿、住、行，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交往等［2］。这

些共识的形成主要来自人们对贫困的进一步认识，

也是反贫困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贫困本身是程度的概念，社会各界不同角度的

理解是有差异的，这是贫困相对性的另一个方面。
从认知主客体、贫困致因、贫困表现、贫困周期等不

同角度，贫困的分类学理解包括众多的概念。例如，

主观贫困和客观贫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长期贫

困( 又称“慢性贫困”) 与暂时性贫困，收入贫困和支

出型贫困，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等。一些更深

层次的贫困界定，如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制度性贫

困、阶层性贫困、极端贫困、代际贫困等。还有许多

与贫困相关联的概念，如社会不平等、社会排斥、社
会剥削、脆弱性、边缘化等。

在众多的理解中，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是与社

会公认的基本需求相联系的贫困概念，但两者又存

在明显的差异。从认知的差异性看，贫困是相对意

义上的贫困，即贫困是相对的，在不同时空条件、不
同经济发展阶段中，贫困具有相对性，这是区别于绝

对贫困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历程

中，一方面根据人民收入水平设定的国家贫困线具

有绝对贫困的特征; 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减贫工作中

也包含了贫困相对性的工作内涵，如贫困线和贫困

标准的确定，深度贫困地区( 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

村) 、特殊贫困人群和贫困边缘人群等概念的提出。
其他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减贫工作的探索更具有

相对贫困治理的特征。
2．对相对贫困现象和概念的理解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贫困通常被划分为三类: 赤

贫、生存贫困和相对贫困，简化为两种形式，即绝对

贫困和相对贫困。学术界对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

理解主要区分在于贫困人口及贫困人口的确定方

法。西伯姆·朗特里认为生活在贫困中的家庭是指

那些总收入不足以支付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必需品，

例如食物、衣服、燃料等，由此他制定出了一条贫困

线，即最低营养需求标准，用它来测量贫困［3］。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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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对贫困测算的本质是基于绝对贫困线来判断家

庭或个人的收入是否足以支付基本生活需求。彼得

·汤森最早提出相对贫困的概念，并发现除收入之

外，一些穷人因为社会资源和权利的缺失被排斥到

主流生活之外而陷入贫困的现象，所以他提出对贫

困进行测量时不仅要考虑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更要

重视人类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如食品、衣着、住房、教
育、娱乐、保健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需求。他通过观

测一个人或家庭的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程

度来测量相对剥夺指数。绝对贫困一般按照基本需

求不足来确定，相对贫困则按照一定的最低百分比

确定，在较多情况下相对贫困标准高于绝对贫困标

准。1976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其成员国进行

了一次大规模调查后提出了一个贫困标准，即以一

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 50% 作

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这就是后来被广泛运

用的国际贫困标准［4］。当前，世界银行将收入低于

社会平均收入 1 /3 的社会成员视为相对贫困人口，

一些国家将低于平均收入 40%的人口归为相对贫

困人口。
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都是广泛使用的概念。第

一，两者是一个“程度”的概念，绝对贫困是“真的”
贫困，相对贫困是“比较”贫困( 相比较为富裕的情

况) 。第二，两者是一个“先后阶段性”的概念，但即

使在相对贫困阶段，也会存在绝对贫困，只是比例较

小而已。目前，我国的减贫仍是在消除绝对贫困，解

决的主要是生存问题，2020 年以后是相对贫困，解

决的主要是发展、共享的问题。相对贫困是指社会

成员相对于当时、当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

而言，处于最低的生活标准，是在吃饭、穿衣不成

问题之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贫困［5］。此外，

人们常常把相对贫困理解为“收入不平等”问题，相

对贫困是指相对于社会其他人的生活水平而言，有

一部分人处于社会水准的最下层。因而，相对贫困测

量的是财富或收入在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

分配问题。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发展经验已经证明，在

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极容易发生分配不公和贫富分

化现象，并由此产生严重的相对贫困问题［6］。
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本身是相对的。贫困不

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的比较，即

相对贫困。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虽然我国农村绝对

贫困现象已大为缓解，但绝对贫困的缓解并不等于

消除贫困。如果说绝对贫困纯粹是物质上的或者经

济意义上的最低生理需要，是一种生存临界状态，那

么相对贫困则包含了更高层次的社会心理需要，是

一种与某参照群体比较后的落后和收入下降状态。
因为相对贫困不仅是指收入分配处于低层，也是指

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低下。相对贫困关心对资源获

取的 最 低 权 利，人 们 要 求 有 权 得 到 一 个 最 低 收

入［7］。国际上，普遍采用基尼系数来定量测定收入

分配差异程度，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对贫困状

况。相对贫困没有客观标准，只有主观标准。倘若

贫困标准定低一点就容易实现脱贫目标，脱贫标准

定高一点就不容易实现脱贫目标。相对贫困与资源

的分配和再分配有关，除了初次分配出现的收入差

距之外，再分配中教育、医疗、健康等公共服务资源

的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剧个人、家庭和地区间的相对

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的内涵和外延也会根据社会物

质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对相对贫困的衡量

要使用综合的社会需求指标。
3．相对贫困的治理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各不相同，容

易造成不同区域的非均衡发展。任何社会都存在一

部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如发达国家美国确定

贫困人口比例在 10%～15%，英国是 18%，新加坡将

最低的 20%住户确定为贫困人口等做法都是相对

贫困的范畴［8］，也反映了对贫困程度的认知。相对

贫困具有如下特点:①动态性，扶贫标准随着经济发

展、居 民 收 入 水 平 以 及 社 会 环 境 的 变 化 而 变 化;

②不平等性，其展现了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关

系;③相对性，它处于一个变化着的参照系之中，比

较对象是处于相同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其他社会成

员;④主观性，其设定依赖于研究人员对不同国家或

地区的主观判断［9］。因而，无论是欠发达国家( 或

地区) 还是发达国家( 或地区) ，反贫困工作都应该

树立一种理念: 即按照占总人口一定的比例、将处于

收入低端的低收入人口作为帮扶对象。
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容易

造成贫富分化、不平等的情况，如一些因丧失就业、
医疗、教育等机会的贫困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

了享有发展带来的成果的权利。由于外界存在不可

抗拒的客观因素，处在贫困边缘的弱势群体抵御风

险的能力较弱，导致因病、因学、因灾返贫的现象存

在。为了应对相对贫困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实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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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的发展目标，益贫式增

长和包容性增长的概念率先出现。益贫式增长是在

高速经济增长的环境下，强调增长的益贫化分配。
要实现益贫式增长，必须要求各国政府针对本国经

济发展现状和社会分化及不公正制定一揽子发展政

策以消除贫困和改善穷人的福利状况［10］。国家采

取的主要策略集中在宏观经济稳定、农业在三次产

业和 GDP 中的发展比重及利益分配、贸易自由程度

和制度因素这几个方面［11］。经济增长是减缓相对

贫困的重要条件，但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影响着减贫

效果的发挥，其中第三产业的就业对减贫的带动作

用最强，其次是第二产业的就业，再次是第一产业的

就业，政府在财政支出结构上更注重民生类公共服

务的财政支出，以及对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的转

移支付，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实现

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包容性发展旨在消除个体机会

的不平等，特别是缩小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

距，提高社会收入结构的均衡程度，其本质上是要消

除相对贫困，它是倡导社会机会平等的一种增长，使

全社会各阶层人们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也使人

们公平地享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机会，使弱势

群体得到保护，保证人们享有参与经济政治生活的

权利，同时免受风险的危害［12］。

二、中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地方探索

2016 年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显著。
2012—2018 年，按现行标准( 2010 年不变价为2300 元)

计算的农村贫困人口由 9 899 万人减少到 1 660 万

人，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8 239 万人，6 年来我国的贫

困发生 率 从 10． 2% 下 降 到 1． 7%，下 降 了 近 9%。
2018 年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
371 元，比上年增加 994 元，增长率为 10．6%，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8．3%。同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 14617 元，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 1．4
倍，比 2012 年下降了 8．9%①。我国贫困地区的人口

大规模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贫困人口的收入

持续增长，反映出我国的脱贫工作势头向好，同时也

要注意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依

然存在。当前，东部地区部分经济发达省份采用的

贫困标准早已超过国家绝对贫困线的标准，并且率

先对经济发展不平衡显著的相对贫困进行了自主探

索和实践，本文对浙江、山东和江苏省的脱贫攻坚工

作的经验做法进行梳理。
1．浙江省相对贫困治理的经验

浙江省作为我国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其扶贫

工作早已达到国家脱贫的要求。低收入农户的基本

生活需要虽然得到满足，但脱贫后的发展基础仍然

薄弱，一直以来都是浙江省在扶贫工作中的重点关

注对象。随着扶贫工作向相对贫困阶段的转变，浙

江省先后实施了“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重点

欠发达县特别扶持计划”及“山海协作助推发展计

划”，将扶贫重点转换到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即在低

收入农户发展、增收上下功夫，在新阶段的扶贫开发

工作中，浙江省本着既要确保全面小康又要面向现

代化，建立健全减缓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不断夯实稳

定脱贫、逐步致富的基础，具体做法如下:

①数据来自《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大力实施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坚决打赢低收入

百 姓 增 收 攻 坚 战! ［EB /OL］． http: / /news． wugu． com． cn /article /

1443503．html．

( 1) 创 新 相 对 贫 困 理 念，建 立 精 准 帮 扶 长 效

机制

2013 年浙江省把贫困标准提高到家庭人均年

收入 4 600 元( 占本省农民人均收入的 40．7%) ，是

同年国家贫困标准的 2 倍，并于 2015 年完成了本省

的扶贫任务。据《2006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和《2016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统计，2016 年浙江省的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由 2006 年最高时的 2．49 ∶ 1，降低到 2．066 ∶ 1，

成为全国城乡均衡发展最好的省份之一。在扶贫对

象方面，2016 年浙江省制定了《浙江省低收入农户

认定标准、认定机制及动态管理办法》，对符合4 600
元贫困标准低收入对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最低

生活保障边缘对象有了明确的界定，有效解决了过

去因标准不一导致的“扶贫”与“救助”矛盾。为了

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浙江省提

出到 2022 年，低收入农户最低收入水平达到年人均

9 000 元以上，有劳动力的低收入农户年人均收入水

平达到 18 000 元的任务目标②。
与此同时，浙江省采取了针对低收入群体精准

脱贫的策略“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杭州市构

建了三大“防护网”，即健全社会保障、加大助学力

度和完善社会保险健全农村五保户、生活不能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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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收入农户、重度残疾人集中供养制度; 农村“低

保”“残保”持证家庭子女就读大专、本科每人每学

年 3 000 元的标准予以补缺; 并将低收入农户纳入

医疗困难救助范围。
( 2) 积极开展统筹城乡扶贫的探索，缩小城乡

差距

浙江省的易地扶贫搬迁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的一个有力手段，也是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创新的主

线，浙江省政府将城乡一体化理念融入易地搬迁之

中，不仅保障农民的权益，还建立就业帮扶机制，为

他们融入城市创造便利条件。丽水市出台了《丽水

市十万农民异地搬迁规划》，按照“依城镇建区、依

村设点”原则，建设易地搬迁安置小区( 点) ，并有配

套优惠政策进行扶持，如对政府管辖内的规费减免、
土地优惠和农民补助等措施。在安置农户方面，组

织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搬迁农民掌握一技之长。
为了避免搬迁农民不被边缘化，丽水市政府进行了

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使易地搬迁农民享有参与

原住地“股改”资格，启动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

对搬迁进城的农民进行“经济身份”和“社会身份”
分离管理。

( 3) 加 大 产 业 扶 持 力 度，培 育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体

产业扶贫是浙江省缓解相对贫困的一个重要手

段，围绕其 26 个欠发达县发展符合本县特色的农业

项目如手工业、养殖业、观光农业等，并在有条件的

县创建有利于第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产业园区。农

业产业组织化程度高是浙江省低收入农户增收快的

一个重要因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现代农业的发

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浙江省在欠发达县的贫困村

优先培育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鼓励专业合作社

发展本村特色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为低收入农

户创造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对于加入这些经营主体

的低收入农户，当地政府按照一定比例给予补助。
浙江省的龙泉市把当地生产的黑木耳作为全市特色

农业产业进行重点培育，建立起“公司+专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2013 年，全市农业总

产值 19．49 亿元，其中来自木耳的产值占 1 /3，农民

就业和收入的 1 /3 来自黑木耳［13］。
( 4) 实施电商扶贫，打造产业升级，走出精准

“造血”新路

浙江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很快，在销售农产品、

加工品，带动低收入农户发展生产方面显现了独特作

用。浙江省认真贯彻国务院的“互联网+ ”行动实施

电商扶贫，大力推进城乡宽带网络基础设施一体化进

程，实施 26 县“光网乡村”工程、移动通信网络建设工

程，全面完善贫困地区的物流体系和网点服务。“互

联网+ ”的电商扶贫模式，不仅使当地产业优化升级，

而且为低收入农户的创业、就业提供了机会，增加了

低收入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使其

收入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收入差距进一步减小。龙

游县政府先后出台《龙游县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

意见》等系列文件，专门成立了专职电商办，每年给予

相应的资金支持，实施创业支持、基地培育、能人帮

扶、平台建设、物流覆盖、人才培训和股份合作等七大

电商扶贫增收行动［14］。2015 年 1—11 月，该县网络

零售额达13．58 亿元，位居全市第二。
2．山东省相对贫困治理的经验

与中西部省份不同，山东省没有国家级贫困县，

也不存在区域性贫困，其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很低，主

要是由极少数的绝对贫困人口和大量的相对贫困人

口构成。山东省针对不同层面的贫困概念，在精准

扶贫工作中开展了相应的减贫实践探索，实现“理

论—政策—实践”互动转换，将反贫困政策及政策实

践融入贫困理论，从基于特殊经验的理论话语中提炼

出具有一般性的贫困理论命题，从而能够拓宽人们对

贫困概念的理解，进而推动减贫实践的创新。
( 1) 提出不同层次的可操作的贫困概念，妥善

设置面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同政策

相对贫困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的地方是按贫

困线来划定，有的地方是按收入比例来划定，都体现

了对贫困的程度认知。虽然在正式政策层面很少提

到“相对贫困”，但青岛却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达“相

对贫困”的含义，包括低收入人群、经济薄弱村等提

法，实现了帮扶对象( 人口、村庄) 的多层次。比如，

青岛市根 据 自 己 的 经 济 发 展 情 况，制 定 了“人 均

4 600元”和“两个好、四保障”( 吃好、穿好，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养老有保障) 的市定扶贫

标准，以此标准识别出青岛市的贫困人口，这一标准

大大超过国家的贫困县和“两不愁、三保障”的绝对

贫困标准。青岛市不但精准识别省定贫困村，也有

市定经济薄弱村的识别要求。要求完成市定标准下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省定贫困村和市定经济薄弱村

基本脱贫摘帽退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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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设立适应相对贫困工作要求的扶贫机构和

政策体系

青岛市扶贫办成立了城镇扶贫处，把城市贫困

人口纳入扶贫帮扶范围。西海岸新区率先在全省推

行城市扶贫工作，“城市贫困线和城市低保线”两线

合一。对城乡贫困家庭人均收入在本区低保标准

200%范围内的家庭中，无生活自理能力和固定收入

的成年重度残疾人，或者患有恶性肿瘤、肾移植以及

其他重大疾病患者，每月发放全额低保金的 50%。
对城乡贫困家庭中办理单独低保政策的贫困人口，

在住院基本医疗报销后，可再享受 90%的民政救助。
为解决因病致贫的难题，青岛市构建了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补充保险、社会救助、慈善救助等多层次的医

疗保障体系，实施患病人口分类救治和健康扶贫“八

个一”工程，贫困人口自付医疗费降至 5%以下。
( 3) 稳固提升、确保对少量剩余绝对贫困人口

的帮扶质量

为提高贫困群体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省扶

贫办等 6 部门联合制定了《山东省 2017 年度扶贫特

惠保险实施方案》，省统筹安排各级资金，为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购买扶贫特惠保险，包括医疗商业补充

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对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实行资助全覆

盖，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建档立卡资助体系。省

里统筹资金 3．01 亿元，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20．3 万

人。“雨露计划”培训项目按每生每年 3 000 元标

准，补助贫困家庭学生 1．7 万人。对老弱病残特困

群体，通过资产收益、民政低保、实物供给、邻里互助

4 种方式进行兜底保障。对剩余的绝对贫困人口帮

扶从生存性社会救助向发展型救助转变，关爱老年

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等群体，增加他们的自我发展

动力和能力。
( 4) 初步形成以促进就业为中心的发展型缓解

相对贫困体系

在帮扶和发展理念和战略上，对大量的相对贫

困人口坚持以“发展”为导向，实施并强化能力建

设、就业促进、产业发展、城乡统筹、产权和市场意识

培育等多种具体举措。如菏泽市通过“互联网+”模

式，搭建农副产品、服饰、家具等加工制作服务平台，

发展电子商务产业。曹县县财政每年安排专项引导

基金 300 万元，通过政府奖励、补贴、贴息等方式用

于支持农村电商培训以及企业、平台、园区建设。目

前，全县共有淘宝镇 9 个、淘宝村 74 个、网店 4．5 万

个，从业人员 14．7 万人( 包括线下加工人员 9．5 万

人) ，其中从事电商产业贫困群众达 2．9 万名，通过

电商脱贫 2．3 万人，占脱贫总人数的 17．3%。
( 5) 充分发挥村社集体和社区的作用，推行以

社区为基础发展扶贫项目和满足帮扶对象实际需求

的减贫措施

除了光伏发电、资产收益、电子商务、扶贫车间、
旅游产业等扶贫模式外，一些地方还利用扶贫项目

收益鼓励“邻里互助”。针对村庄老弱病残贫困户

最关心、最迫切、最实际的需求，即墨区创立了“邻

里互助”模式，鼓励部分家中不能外出务工的贫困

户与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弱病残贫困户结成对子，通

过打扫卫生、洗衣服等形式提供居家服务，村庄利用

扶贫项目收入每月给予帮助方 200 ～ 300 元的补贴，

既实现了互惠互利，又提高了收益循环使用效益。
目前，全区已结成邻里互助帮扶对子 17 对，护理老

弱病残贫困人员 21 人。

①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

“十三五”农村扶贫开发规划的通知［EB /OL］．［2017-01-13］．http: / /

www．jiangsu．gov．cn /art /2017 /1 /13 /art_46450_2557727．html．

3．江苏省相对贫困治理的经验

2000 年以来，江苏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扶贫开发工作，积极探索全省的扶贫开发道路，在减

少绝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

效，早在 2011 年江苏省就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在“十三五”时期，江苏省意识到相对贫困是

一个长期存在的状态，并把提高低收入人口增收，缩

小苏北与苏南的发展差距列为该省扶贫工作的重

点，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之上又形成了缓解相对贫困

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显著提升了相对贫困地区经济

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 1) 根据实际情况，科学确定相对贫困标准

“十三五”期间，在完成 4 000 元以下低收入人

口脱贫任务的基础上，江苏省政府制定了新一轮扶

贫开发工作以人均年收入 6 000 元为标准，提出本

省 227 万建档立卡农村低收入人口于 2020 年实现

该目标①。6 000 元的标准是根据江苏省的经济发

展、贫困人口的情况设定的: 一是考虑到对相对贫困

线的测量一般是取该地区人均收入的中位数，江苏

省在设定标准时预测 2020 年本省农民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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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 000 元，取了中位数所在数段的下限而设定;

二是根据物价的变化情况，对国家规定贫困标准的

走势进行预估，同时把“江苏标准”定为稍高于全国

的标准; 三是江苏省主要帮扶对象是全省乡村 6%
左右的低收入人口、6%左右的经济薄弱村、苏北 6
个重点片区和黄桥茅山革命老区，涉及农村低收入

人口 300 万左右。经过有关部门的测算，按照人均

收入 6 000 元的扶贫标准符合适度规则。
( 2) 发 挥 政 策 性 保 障 兜 底，助 力 低 收 入 人 口

脱贫

江苏省宿迁市是相对贫困问题最为突出的地

区，支出型贫困是当地相对贫困中最大的问题。疾

病一直以来是致贫的首要原因，为有效破解这一难

题，宿迁市针对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建立大病补充

保险制度，在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城乡医疗救

助和临时救助等补偿的基础上实施再次补偿，以减

轻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医疗费用自付负担［15］。在

扶贫助学方面，对普通高中和省属普通高校本、专科

阶段学习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均免除学杂费，并出台了

《关于建立低收入农户子女扶贫助学制度的意见》，对

低收入人口子女的教育助学实现全覆盖。2018 年宿

迁市举办的“群”众扶贫助学活动中，又将城市低保家

庭大学新生也纳入资助范围，为进一步增加教育公

平、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支撑。针对脱贫难度

最大、返贫率最高的特殊困难群体，宿迁市政府依托

乡镇( 街道) 建设“残疾人之家”，针对不同程度的残

疾人分别提供日间照料和照护服务，同时建设辅助性

就业阵地，推动贫困残疾人就业工作开展。
( 3) 积极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工作，激发脱贫的

内生动力

自 2001 年开始，江苏省就启动了扶贫小额贷款

工作，为本省农户的产业发展、脱贫致富提供了充足

的物质保障。2015 年后，江苏省政府扶贫工作转移

到重点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推进新一轮脱贫帮扶工

作，2017 年江苏省财政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调整

完善我省“十三五”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有关事项的

通知》，增加了贷款额度和借款年限，并重点扶持低

收入农户的产业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低收入人群

的内生动力和能力，实现自我发展、创业致富的目

标，2018 年省财政厅、省扶贫办又发布了《关于下达

2018 年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的通知》，共下发

扶贫小额信贷补助资金 1．9 亿元，明确了小额信贷

风险补偿的比例和操作办法，同时对风险补偿金的

管理、监督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为低收入农户发展农

业产业项目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 4) 探索产业扶贫模式，夯实稳定脱贫的经济

基础

村级集体经济“空白”是苏北许多经济薄弱村

的普遍现象，集体经济的发展与壮大是夯实经济薄

弱村经济基础的关键之钥。近年来，江苏省政府一

致动员苏南等发达地区的产业向苏北地区进行辐射

延伸。位于苏北的老工业基地徐州市在产业扶贫模

式上进行了探索，改变传统的帮扶机制，引导扶持农

村的村集体组织，整合配置各类资金资源来壮大村

集体经济，并鼓励各村用市场杠杆，村集体利用各自

的优势资源积极发展农业项目，大力推进“产业扶贫
+集体经济”模式，同时徐州市政府也增加资金的支持

力度，在村集体土地、税费方面也出台了相应的优惠

政策。根据各经济薄弱村的实际情况，创新产业扶贫

模式上还依托农村的新型经营主体，根据当地的资源

特点，找准产业项目与低收入农户的有效结合点，积

极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辐射带动作用，特别是为

低收入农户实现稳定收入提供了物质保障。
浙江、山东、江苏作为经济发达省份的代表，对相

对贫困的理论和实践都探索、总结出各自的模式。3
个省份对相对贫困治理思路的相同点都是在进行相

对贫困治理之前，先对相对贫困的概念进行了准确的

界定，同时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明确了相对贫困

的执行标准，并建立了规范化、常态化的长效帮扶机

制。3 个省份相对贫困的治理思路都是在保证经济

稳定发展的条件下，致力于减少不平等、缩小城乡差

距上进行了一些系列探索，通过社会保障兜底扶贫、
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等专项扶贫等方式为低收入人口

创造和提供一定的发展机会，实现益贫式的经济增长

转变。此外，脱贫攻坚以来，国家和各省越来越重视

二次分配中转移支付在减贫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3
个省份均对教育、健康、就业等方面的人力资本进行

培育以及增加社会保障的投资来缓解收入不平等的

现状，既保障低收入人口享有自我发展的权利，也促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实现社会公平和机会平等。

三、相对贫困治理的启示和对策建议

1．关于相对贫困治理实践的启示

减轻乃至消除贫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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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问题。未来相对贫困会长期存在，对相对

贫困的探索和治理更为艰巨。随着经济的发展，中

国的相对贫困问题在农村和城市都会日趋增长，社

会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

的重点话题。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尤其是深度地区的弱势群体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具

有一定的脆弱性，对这一群体要促进赋权，使国家制

度对穷人更负责、对其需要做出及时反映，提升穷人

在政治进程和地方决策中的参与度［1］33，扫清造成

不同群体之间差距的障碍。稳健而具有反应力的长

效机制，不仅穷人可以从中受益，对于经济增长也具

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外，对穷人的赋权有助于保

障他们的发展权与社会保障权，这是贯彻落实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体现。
( 1) 通过为贫困者“增能”和提供发展机会来消

灭贫困

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的低下，

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收入的不平等、性别歧视、医
疗保健和公共教育设施的匮乏、高生育率、失业乃至

家庭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均、政府公共政策的取向等因

素都会严重弱化甚至剥夺人的“能力”，从而使人陷入

贫困之中［16］。教育是“增能”的最基本的路径，有助

于帮助底层群体克服可行能力不足的瓶颈。
( 2) 培育良好的减贫发展的环境条件

通过市场和非市场行动的结合，刺激地方经济全

面增长，使穷人积聚资产并且提高其资产的回报以扩

大穷人的经济机会［1］33。“想发展、敢发展和能发展”
是相对贫困农户脱贫机制的 3 个条件。政府应该采

取措施，确保穷人能够享有资源(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等) 。提供更多的服务平台( 农副产品、养老、护理

等) ，激发贫困人口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培育自

身的发展能力，从而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脱贫。
2．中国脱贫攻坚后期和 2020 年后相对贫困治

理的有关建议

反贫困、特别是解决相对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工

作。要正视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国情，很多农民的收入水平不高且不稳定，反贫困工

作需要常抓不懈，好的措施需要制度化、机制化。
2020 年中国将消除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但相对贫

困还会长期存在，要通过打赢攻坚战探索经验，建立

一套比较好的体制机制。从全国来看，随着脱贫攻

坚的深入，一部分轻度贫困人口会顺利脱贫，这部分

群体并不稳定，要继续给予支持，提供可持续的发展

环境，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要以促进就业或

融入地方产业发展为重点; 对于没有发展能力或者

发展能力不足的深度困难群体，要提高救助标准，使

得他们能够过上具有基本尊严的生活。脱贫攻坚既

立足于解决绝对贫困、深度贫困问题，又着眼中长期

的相对贫困与可持续发展。
①全国其他地区也要认真考虑相对贫困问题的

研究。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理解是复杂的。中国的

贫困问题在不同地区(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表现

也是很不平衡的，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具有一定时

序性、层级性，但同时也是交错在一起的。即使在中

西部地区甚至深度贫困地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

现象也会同时存在，只是二者比例上差异较大，解决

绝对贫困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积极开展

相对贫困问题研究，提早做好应对，本身也是扶贫工

作精准性的内在要求。
②“贫困群体”不是简单的、截然的“二分法”的

“贫困”与“非贫困”，而是一个渐进的程度概念，要

综合平衡贫困户、非贫困户，贫困村、非贫困村的政

策支持，促进他们互相支持。青岛市应对相对贫困

经验的核心是在城乡一体的基础上，对贫困人口进

行分层次、区别化的帮扶。从全国层面来说，在聚焦

贫困人口的同时，也要关注低收入人口或临界人口，

防止他们因为一些原因陷入贫困。同时，一个社区

内的不同层次人口也需要在产业经济和社会领域上

相互协作，贫困群体需要社区“领头人”的带动，在

聚焦贫困群体的同时，注意对农村脱贫带头人的培

育与支持。
③多样化地运用一些新的可以激发、带动贫困

人口发展的扶贫举措。如以工代赈、公益性岗位、有
条件转移支付、订单加工等，支持一些具有劳动能力

但经营风险大的贫困人口脱贫发展，形成开发性扶

贫和保障性扶贫并举的扶贫格局。青岛市对少数

“剩余”绝对人口以坚实的保障性政策帮扶为主，而对

大量的相对贫困人口以灵活的就业促进、融入发展的

产业帮扶为主，对于一些中间群体( 具有一定的体力

劳动能力、但市场经营能力不足) ，有计划地提供公益

性岗位。公益性岗位政策倡导扶贫对象通过积极的

劳动行为换取救助，旨在通过积极的发展型社会救助

缓解贫困问题，有效降低救助对象的福利依赖。
④更好地发挥财政再分配的作用，优化财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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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结构以减少不平等。国家的财政支出与贫困地区

的发生率紧密相连，今后的财政支出应重点转向中

西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增加国家专项扶贫资金对

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通过转移支付力度来缓

解欠发达地区的贫困状态，同时对高收入群体的税

收力度应适当加强，逐步缩小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

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坚决压缩行

政管理费用的支出，适当降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增

加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支出，解

决贫困居民“因贫失学辍学”“因病致贫”和“因病返

贫”等问题。
⑤将以社区主导的发展理念引入扶贫开发工作

中，让穷人参与进来，其目的是提高他们获得生产性

资产的能力。农村社区是一个熟人社会，其内部易

形成一种内生力量，能带动社区内部互助性以及激发

贫困群体的自主性［17］。因此，政府主导外力开展扶

贫工作的同时，要注重激发贫困村和贫困户的脱贫源

动力，帮助或引导他们通过自力更生摆脱贫困。
⑥实现包容性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生产

率提高。通过对教育和健康等基本社会服务的充分

投资，开发人类能力; 提供社会安全网和目标干预，

帮助那些易受伤害和剥夺的人群［18］。通过扶贫或益

贫、生产性就业、提升人力资本能力和加强社会保障

等途径，使贫困人口在国家政策扶持和自身能力提高

中，均衡分享社会财富，有尊严和体面地生活［19］。
⑦通过社会保障机制实现社会再分配是解决相

对贫困问题的基本手段。加强社会保障，可以减少

经济危害、经济灾难、政策导致的混乱、自然灾害和

暴力给穷人造成的伤害，以及在他们受到伤害时帮

助他们应对不利的冲击［1］33。为降低农户在生产生

活中面临的各种风险，要充分发挥保险业( 包括社

会保险、商业保险等) 在扶贫中的保障作用，满足多

元化的保险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一些与需求相匹

配的扶贫保险产品。
⑧为了打好脱贫攻坚战，扶贫工作除了瞄准建

档立卡贫困户外也要特别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 尤

其是老弱病残群体) 的增收问题，防止他们增收乏

力甚至歉收，形成新的贫困群体。另外，关注低收入

人群也可以积累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之后避免返

贫、稳 定 脱 贫 和 致 富 发 展 的 宝 贵 经 验，这 对 于

2018—2020 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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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Ｒelative Poverty Control and China’s
Local Practical Experience /ZUO Ting，et al(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94，China)
Abstract: Absolute poverty and relative poverty are the
two basic concepts in poverty theory，both of which belong
to the concept of objective poverty related to basic needs．
The focus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will
gradually shift from solving absolute poverty to solving the
problem of alleviating relative poverty． A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poverty and relative poverty change，the
assistance targets will show the transition from poor groups
to vulnerable groups．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Jiangsu，
Zhejiang， Shandong and other provinces are multi-
layered，and the poverty problem presents a great degree
of relativity． The pract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se
provinces has dealt with the relative poverty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understood the relative poverty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The practice of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that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several eastern provinces is
summarized，promoted and tried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national anti-poverty policy system to achiev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latively poor groups．
Key words: absolute poverty; relative poverty; inequality;
inclusive growth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Winning the Fight
of Anti-Poverty /ZENG Xiaoxi，et al ( Beijing Bytedance
Technology Co．，Ltd．，Beijing 100080，China)
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deep water area， th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increasing． Firstly，in the expected dimension，there is the
problem of reverse incentives under large-scale poverty
allevi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the expectations of poor
areas and groups， optimize the design of incentive
mechanism，reduce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by
designing appropriate support systems． Secondly，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of balancing poverty alleviation cost and
benefit i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the wast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supply and u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and prevent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soaring． Thirdly， in time
dimension，there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hort-term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ince it is
difficult to deal with short-term benefits and long-term
equity，an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it is necessary to shift from focusing on
the spee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o focusing on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and form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fourth is the standard dimension．
Because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supporting object and
the non-supporting object is fuzzy，it is easy to cause
“cliff effect”． It is necessary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critical poverty and implement dynamic management on the
supporting object．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are
explained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related practices
are check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hird-party
assessments of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 special
evaluation on the withdrawal of poor counties ) an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st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third-party assessment

Algorithmic Power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ogic， Ｒisk and Ｒegulation /ZHANG Aijun，et al
(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Xi’an 71006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m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intelligent algorithms with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prediction ability extend from virtual space to real space．
Algorithm is not only a specific technology，but also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 the operation system of social power．
Enterprise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grasp algorithms tak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to control social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and guide the government to form a quasi-public
power of non-state forces． Algorithmic power is a
ubiquitous power relationship． Following the four rules of
business logic， preference principle，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implicit operation， it can influence the
decision-making of public power． The lack of supervision
of algorithmic power，excessive capitalization and black
box dispelled political justice， resulted in institutional
humiliation，and led to the crisis of rights protection． To
prevent the alienation of algorithm power and establish an
orderly network space，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capital
dependence by state intervention， restrict algorithmic
preferences by legal regulation，safeguard human value by
algorithmic ethics，and manifest the operation of power by
auditing and supervising so as to build a perfect
algorithmic governance system to ensure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Key words: algorithm; pow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ment

Ｒeflection on Modernity: Mutually Constructed and
Progressed Ｒ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Ethics and
Consumption Practice /FAN Hesheng，et al (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Modernity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core research paradigms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a strong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purpose，it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to stud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nature and humanity”cultural awareness and the
shackles of productivity，the double end of“natur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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